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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对新古典理论的内涵拓展是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

来的重要演进特征。二者由于具有相似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经常被相提并论甚至混同。但回

顾二者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们尽管在研究起点上相似,但在理论与政策归宿上各异。其中,实

验经济学主要在市场层面上检验交易结果与新古典理性模型是否一致,以及如何渐趋一致,所以理

论上仍接受理性模型对市场均衡的表述方式,政策上提倡围绕交易机制进行市场设计以促进有效

均衡的实现;与之相对,行为经济学主要在个体层面上检验选择行为与新古典理性模型是否一致,
以及为何不一致,所以理论上强调基于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证据来构建更符合现实的个体描述性模

型,政策上提出应针对个体决策情境实施“助推技术”以提升市场设计的有效性。这些讨论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的演进趋势与分野,为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研究及经

济理论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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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演进趋势是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与

快速发展。尤其是近20多年来,无论是从顶级期刊的论文发表、教研机构的职位授予还是学术会议

的举办频次看,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都已受到主流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吸纳,如2002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就分别被这两门学科的开创性人物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

(VernonSmith)所分享,而2012年该奖项又被授予实验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阿尔文·罗思(Al-
vinRoth),2017年则被授予著名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足见这两门学科在

西方经济学主流体系中的地位已经确立。
由于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均以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模型的预测作为研究起点,都强调

以受控实验方法为重要依托,因此,二者经常被同时提起或并列出现。一个典型例证是1972年创刊

于美国的《行为经济学期刊》(JournalofBehavioralEconomics),该刊曾于1991年更名为《社会经

济学期刊》(JournalofSocio-Economics),后又于2014年被改称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期刊》(Jour-
nalofBehavioralandExperimentalEconomics),并明确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经济心理学

(EconomicPsychology)为刊文取向,充分反映了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过去数十年间已被逐渐

接受为具有类似理论基础和相近方法论的两门学科。但随之也导致学界对二者关系产生了一定程

度的混淆与误解,甚至在某些领域如博弈论或宏观经济学范畴下,不再严格区分二者各自的研究议

题与结论(Camerer,2003;Duffy,2015),①又或是轻率地将实验经济学直接归属为行为经济学的实

证方法之一(Wilkinso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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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顾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们是不相统属的两门经济学

学科,各自具有完整而鲜明的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体系,在不同的路径取向上推进着西方经济理论的

发展。一方面,它们最初对新古典理论的检验出自非常不同的目的,由此衍生出了差别化的研究方

法。另一方面,它们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显著不同的理论态度,导致它们在核

心论点与政策内涵上存有区别。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对二者的学科差异进行深入思考,通过客观辨

析这两门学科的相对关系与各自的适用范围,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的演进与分

野,从而为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研究及经济理论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第一部分探讨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不同研究目的;第二部分转入对

二者理论观点差异的评论;第三部分将论述的重点引申到二者的不同政策内涵。为了在逻辑上便于

叙述,本文在每个议题下都是先围绕实验经济学展开探讨,随后再转入对行为经济学的评论。

一、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不同研究目的

从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看,一般均以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作为起点。然而,
如果追溯这两门学科的发展缘起,却发现它们对理论实施检验的初始目的是极为不同的,由此导致

二者所依托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差异。
(一)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不同研究缘起

从时间上看,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久远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爱德华·张伯伦(Chamberlain,

1948)于美国哈佛大学组织的课堂实验。在张伯伦看来,其所提出的垄断竞争模型是对当时流行的

新古典竞争性市场模型的潜在替代,但现实统计数据却很难为此提供确切支撑,这促使他尝试借鉴

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来对竞争性市场模型的预测进行检验。尽管张伯伦宣称实验结果与竞争性

均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由于其实验缺乏先行的研究支撑,且由于新古典竞争性均衡理论逐步占

据了主流地位,张伯伦的研究并未得到学界的关注与认可,然而却给参加其实验的学生、后来的实验

经济学开创者弗农·史密斯带来了重要启发。
史密斯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即开始反思如何改进张伯伦的实验,以进一步考察市场结果是否符

合竞争性均衡理论的预测。史密斯发现,张伯伦的先驱性实验未能充分反映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

竞争市场的设定,所以有必要进行修改。具体来说,史密斯(Smith,1962)从两个方面对张伯伦的实

验设计做了重要改变:其一,对交易规则做了调整,即不再使用原来只涉及部分价格信息的两两谈判

机制(pairwisenegotiation),而是改用一种公开所有出价和要价的双向拍卖机制(doubleauction),
以便更符合竞争性市场对信息的要求;其二,遵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关于市场

均衡的观点认为,仅当供求条件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时,市场才能逐步实现均衡,所以应当让被试

者在固定的供求条件下重复多个轮次的实验,以使被试者有充裕的时间去理解市场。研究发现,通
过这种实验设计上的调整,也即在实验室内对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进行更接近的再现时,市场的成交

价和最终交易量与竞争性均衡的预测非常接近。
张伯伦与史密斯的这些早期实验为后续的实验经济学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传统,即实验

的目的主要在于考察市场选择结果与新古典理论预测是否一致,以及哪些市场因素是影响这种不一

致的关键变量。其潜在的假设是,只要市场条件适当,个体可以实现与理性假定相一致的行为。所

以,实验经济学非常重视怎样在实验室内对理论中涉及的市场要素进行构造,比如交易主体的偏好、
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以及交易的规则、交易物的品类特性等(Smith,1989)。在实验经济学家看

来,仅当这些市场要素在实验室条件下被较好地再现时,我们才能可控地检验理论预测。
相较而言,行为经济学在最初就表现出与实验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研究目的。早期的行为经济学

主要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以乔治·卡托纳(GeorgeKatona)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Si-
mon)等为代表(Hosseini,2003),前者创立和编制了美国战后的著名消费者信心指数(Likert,

1972),后者则是组织行为和管理科学两大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主要探讨现代公司的组织基础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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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Simon,1960)。尽管他们的研究问题各不相同,但均涉及对个体决策的实际心理过程的考察,
而当时盛行的新古典理性决策模型无法满足这一需要,这促使他们开始思考借鉴当时新兴的认知心

理学方法来“对经济行为的心理原因进行测量和分析,包括动机、态度和预期等”(Katona,1980),①

或是基于计算机算法来模拟个体经济行为背后的认知过程与机制,以试图重构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

决策理论(Gilad&Kaish,1982)。
在卡托纳与西蒙的影响下,行为经济学在其发展之初主要以个体行为及其心理原因作为研究起

点。在行为经济学看来,新古典理论假定的个体行为理性是使市场实现竞争性均衡的必要条件,因
而对理论的检验与修正应以个体理性假定为起点,这在随后的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Tversky)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强调。身为认知心理学家,卡尼曼与特沃斯基从同为心理

学家的沃德·爱德华兹(WardEdwards,1961)的“行为决策实验”中获得启发,认为可通过设置一些

简单的涉及决策或判断的实验任务来检验被试者的行为是否符合理性假定,并考察何时、怎样以及

为何会偏离理性行为假定,进而再基于这些偏差构建一个更符合实际的关于个体行为的描述性模型

(Kahneman,2003)。在这一思路指引下,卡尼曼与特沃斯基自20世纪70年代起合作发表了多项研

究成果,逐步形成了多个具有奠基意义的行为经济学理论(Tversky& Kahneman,1974,1981;

Kahneman&Tversky,1979)。
以上是对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研究缘起差异的简要回顾。统而言之,实验经济学强调在市

场交易情形下对经济理论的预测结果进行验证,不以决策者的行为动机为考察目的,而是以何种市

场因素会影响理性均衡结果为考察目的;相较而言,行为经济学更侧重对微观个体的决策做直接考

察,注重于检验个体行为是否符合理性假定,以及如何构建更为符实的个体决策模型。这些研究缘

起上的重要差异引发了二者对研究方法的不同侧重。
(二)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差异

具体而言,我们可从四个方面来讨论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首先,对于实验经济学而言,它较为强调对特定市场环境和机制下的交易结果进行考察以检验

新古典理论的预测。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结构往往较为复杂,很难提供一个现成的符合理论描

述的市场以供观察,即便在现实中可得到所需的市场观测数据,研究者也很难对其中与市场特征或

交易机制有关的因素进行独立控制,为此,研究者不得不尝试借助实验室来“创造”一个符合要求的

市场,以“生成”可用于检验的观测数据(Davis& Holt,1993),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实验经济学以实

验室实验作为主要方法依托。相对而言,行为经济学则更强调从个体层面的决策结果来考察和修正

新古典理论的行为假设,以构建更拟实的描述性理论,这意味着任何揭示个体行为特征的可观测数

据都能用于行为经济学研究,并不限于以实验室方法取得的数据。所以,行为经济学家有时自称为

“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者”(Loewenstein,1999),他们仅把实验室方法作为重要的实证手段之一,但
却不是唯一的手段,尤其是近年来新兴的认知神经科学、计算经济学等领域的方法与证据,可以进一

步弥补传统实验室数据的不足,从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采用,以图为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供更

稳健的实证基础(Sanfeyetal,2006)。
其次,正如前文所言,实验经济学侧重于根据不同市场条件下的交易结果来探讨何种市场机制

更易于达到理性均衡,这意味着实验经济学虽然使用真人被试者来完成实验,但被试者的行为特征

却并非实验的重点研究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经济学视角下的被试者更类似于一种实验“材
料”或“媒介”,实验的目的在于将他们置于某种受控条件下去生成一个待检验的现象,这恰如生物学

家通过考察细菌对实验小鼠的影响来研究细菌,实验经济学家也是通过考察市场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而研究市场本身(Heukelom,2014)。因此,大部分实验经济学研究都尤为重视在实验中引入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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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指出的是,行为经济学虽冠以“行为”一词,但其本身是以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认知心理学作为实

证基础。埃里克·华纳(EricWanner)曾直言,“对这一领域的命名是错误的———它应被称作‘认知经济学’,对此我

们还不够勇敢”(Lambert,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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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易机制。① 与之相对的是,行为经济学强调对个体行为特征的考察,因而在其实验中被试者

本身即为研究对象,所以并不刻意要求依托市场交易机制来达成其实验目的。无论是涉及群体交易

的互动式实验,还是仅需个人面对虚拟选项做出取舍的实验,只要有助于对个体行为特征与心理原

因进行揭示,均可成为行为经济学可接受的实验形式(Angner&Loewenstein,2007)。
再次,为了能够严格区分出市场机制对被试者交易结果的“纯粹”影响,实验经济学还着重强调

所谓的“情境中性”(neutralframing),即在实验中应“移除”掉与现实生活氛围相似的情境因素,比如

在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将现实讨价还价的最后阶段抽象成“个体A”与“个体B”对一定资源

的分配问题(Güthetal,1982)。这一处理传统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仍得到采用,如在关于货币政策的

实验中,被试者的任务是把水从一个容器移到另一个容器中去,而被试者并不知情他实则扮演中央

银行,两个容器分别代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他在不同容器间转移水的能力受一条隐含的菲利普

斯曲线的约束(Duffy& Heinemann,2018)。反观行为经济学,由于它的研究更偏于考察个体进行

经济决策时的行为特征,而据认知心理学观点,个体决策背后的推理与认知过程具有强烈的情境依

赖性(context-dependent),因此如果在实验中完全抽象掉情境因素,将使得被试者的许多重要行为

特征无从甄别和检验,故而行为经济学特别强调在实验中引入社会因素,或是构造可反映真实决策

活动的情境,比如关于某种真实商品的交易或某类真实经济变量的预期等,并且在研究中重视采取

实地实验等形式(Camereretal,1997;DellaVigna,2009),以探讨不同情境下的个体认知差异对选

择结果的影响以及对理性选择模型的背离。
最后,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对实验中的时间因素持有不同看法。一方面,实验经济学强调

基于市场交易的实验,且认为市场推动经济走向均衡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因此,实验经济学非常

关心被试者在同一市场交易机制下重复多次实验后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有时需将相同的实验任务重

复10~20个轮次。实验经济学家认为,多次的固定重复是帮助被试者获得更多市场交易经验的好

方法,且仅当被试者充分熟悉市场交易机制后,其所形成的交易结果才能真正反映该种市场机制的

作用(Ledyard,1995)。而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却认为基于个体决策层面的实验研究无须过于强

调轮次的重复,因为最具现实意义的个体行为特征往往出现于实验的最初几轮,随着轮次增加,个体

决策可能会因学习效应而逐渐接近于理性模型的预测,这对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说相当于观

测数据“已被污染”,反而不便于考察个体在常态下的真实认知模式,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诸如高速公

路收费这样的高度重复式的交易行为并不多见,故而过多轮次的实验不符合行为经济学对构造真实

情境的要求(Loewenstein,1999)。

二、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观点差异与争论

以上讨论表明,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源自二者最初设立的研究目的

不同,其中前者强调对偏离理性假定的个体行为特征进行检验,并试图构建更合理的描述性理论以

解释之,而后者则偏于通过受控的市场交易机制来考察真实的人在其中对经济激励的反应,并据此

考察应怎样设置交易机制以推动竞争性均衡的形成。这种最初的研究起点上的不同,导致它们在若

干重要的基础性议题上形成了差异化的结论与观点。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本研究结论及主要观点

前文已述,史密斯在其最初的实验研究中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多轮固定重复之后,完全竞争市

场最终会收敛于新古典理性模型所预测的竞争性均衡(Smith,1962)。由于史密斯在实验中采用的

是双向拍卖机制,仅能反映现实中的某些市场交易情形,如大宗商品交易或股票市场交易等,因此在

随后的几十年中,包括史密斯本人在内的诸多学者开始尝试基于其他交易机制来开展市场实验研

—211—

①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验经济学也愈发重视基于博弈论框架来开展实验研究,但实际上博弈论中所涉及的

各类互动规则仍可视为广义下的市场交易机制,相关的博弈实验可视为对市场关键方面的模拟(Heukelom,2014)。



究,包括明码标价拍卖(one-sidedauction)、统一价格拍卖(uniformpricesauction)、单边连续拍卖

(one-sidedsequentialauctions)等(Smith& Williams,1983)。这些后续的实验均发现,在所涉及的

多个交易机制下,市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固定重复之后,都会出现向竞争性均衡收敛的趋势,只不过

每种交易机制导致的收敛速度各有快慢,其中,双向拍卖机制无论在收敛的速度上还是在可实现的

市场效率上几乎都表现得更好(Davis& Williams,1986;Davisetal,1993)。
看起来,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预测一再得到了实验经济学的经验验证。但随

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实验中的市场究竟是怎样收敛于富有效率的竞争性均衡的? 对此,新古典经

济学认为,经济或市场的有效性取决于或依赖于个体决策者的理性,其中,个体理性被视为一种基于

自利动机的涉及最优化计算的复杂认知过程。然而,诸多针对被试者的事后征询却表明,他们在实

验中并未进行以最优化为目的的主动思考,而是“并不清楚他们在均衡时可最大化个人与集体的利

益”,且在交易时“认为市场是混乱无序的”,采取的交易策略也很简单,比如“低买高卖”或“等到最后

一刻敲诈一下对手”(Smith,1991)。可见,并无明显证据表明市场向竞争性均衡的收敛需以个体参

与者的理性为前提。所以,一个更为可能的情形是,被试者借助于市场交易机制的作用,在互动和学

习过程中逐步接近了理性人的行为,并最终完成向竞争性均衡的收敛。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以史密斯(Smith,1991)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家逐渐形成了两个有别于新

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首先,对理性概念的理解需要进一步深化,即对理性的定义和考察不应是个体层面上的问题,而

应在市场层面上进行。其含义是,只要实验市场的交易结果符合新古典理性模型的预测,即可认为

理性模型未被证伪,仍可作为对竞争性均衡的理论表述,但却不是对均衡实现过程的描述。诸如“非
合作均衡”或“激励相容”这样的仅涉及静态情形的新古典概念,无法用来刻画市场交易者的动态互

动过程。为此,研究者可考虑从个体学习的角度来构建有关市场动态交易过程的描述性模型。
其次,市场的交易机制及其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关乎市场主体之间会进行怎样的策略互

动。交易机制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它强化和引导个体互动的机理仍未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透彻理

解,因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之一在于探讨交易机制究竟怎样作用于个体互动过程而带来市场

竞争性均衡,并以此进一步探寻哪些交易机制有助于快速提高或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研究结论及主要观点

与早期实验经济学家立足于市场的实验不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等行为经济学家最初的研究深

受认知心理学影响,强调考察个体在经济决策中的行为特征,并将之与新古典理性行为假定相对比。
在这一思路下,卡尼曼与特沃斯基最初的研究主题是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做出概率判断。他们

在实验中发现,个体并非像理性行为模型设想的那样使用贝叶斯法则来形成概率判断,而是基于若

干“直觉推断法”以使复杂的判断过程转化为简单操作,这导致判断结果在某些情况下虽然有效,但
在另一些情形下却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偏误(Kahneman,Slovic&Tversky,1982)。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另一项重要研究试图考察个体偏好是否随表述语境的变化而反转。根据

新古典理性模型,个体对某一选择集合内的所有备择选项的偏好序,不会受到对这些选项的内涵描

述的影响,换言之,理性个体只会对物质激励本身做出最优反应,而不受物质激励形式的干扰。然

而,卡尼曼等人的实验发现,“那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对选择问题的表述变化,却会引起个体的偏好

发生显著改变”(Tversky&Kahneman,1981),这意味着个体对物质激励的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偏

好序强烈依赖于外在的情境因素。于是,当改变描述语言而使个体身处的情境发生变化时,其原有

的偏好序将随之发生系统性改变(Kahneman&Tversky,1979)。① 这些研究结论深刻启发了理查

德·塞勒,后者基于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系列决策实验而进一步发现,外生情境因素对个体经济

决策的影响又可总结为三个方面,分别指涉个体对外界的信息感知、信息归类与信息复核三个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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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述研究发现共同构成了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著名的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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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塞勒强调,如果外生的决策情境发生变化,将经由个体的这些复杂的认知进程而改变其偏好,
进而改变其决策(Thaler,1985,1999)。①

基于这些早期的奠基性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新生代学者投身于行为经济学领域,
围绕确定性选择、风险选择、跨期选择、利他选择等重要的个体决策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②在理论

层面逐渐形成了如下的代表性观点或共识(Kahneman,2003):
首先,大量基于个体层面的实验观测表明,个体实际决策对新古典理性假定的偏离应被视为一

种系统性的可预测特征,而不是均值回归的随机误差。因此,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只适用于作为

一种代表理想状态的参照理论或零假设,不应被认为是对个体行为的实际描述。而行为经济学的核

心任务就在于考察个体行为对这一参照理论的偏离模式,据此对该理论做出修正以构建更拟实的描

述性模型。在此过程中,行为经济学不应束缚于实验室内的个体决策数据,而需开放性地借鉴其他

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认知心理学或是更晚近的认知神经科学等,在模型中仿造人脑的真实

认知进程而引入多元化的认知系统,并将新古典理性系统处理为其中的一个特例。于是,个体外显

的决策可看作多元化认知系统通过交联互动而形成的输出结果。③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理性假定意味着个体具有偏好不变性特征,换言之,个体决策是不受

情境因素影响的。但相关神经科学研究揭示,决定个体决策的多元化认知系统是情境依赖式的,即
人脑在不同情境下会被“激活”不同的认知系统。某些时候,这种“激活”可协助个体做出接近于新古

典理性假定的有效决策,但在更一般的情形下,这种“激活”往往会使得个体决策与理性假定之间出

现系统性偏差。因此,外在的决策情境是十分重要的,行为经济学应当推进考察情境因素与个体多

元认知系统之间的关联机制,探讨基于怎样的外部信息结构或激励形式可形成有助于个体优化决策

的情境。
(三)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观点争论

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差异化研究结果引发了二者关于某些核心理论命题的争论,这些争

论首先围绕新古典的理性概念而展开。
上文已述,行为经济学的一条重要研究结论是,个体的经济决策会系统性地偏离新古典的理性

行为假定。对此,实验经济学基于自身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行为经济学针对个体决

策的研究多是在简单的虚拟实验下完成的,其中仅要求被试者对一组虚设的决策问题做出判断与

抉择,未能涉及从个体层面到市场层面的联结。故而,行为经济学得到的观测结果不能代表被试

者在真实市场交易情形下的实际选择,而对于一名经济学家来说,对其最有意义的研究应当置于

市场条件下来完成。因此,以史密斯(Smith,1991)等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家指出,如果行为经济

学家愿意将其实验置于市场交易条件下来进行,那么只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无论个体最初持有

怎样的偏离理性的行为特征,他们均可通过互动而逐渐收敛于符合理性假定的市场均衡之处。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行为经济学家所发现的个体违背贝叶斯法则的判断偏差,尽管这一偏差不符合理

性假定,但在“由缺乏经验的被试者所参与的八个市场实验中,价格最终却会收敛于贝叶斯法则的

预测结果。尽管此时仍存在一些反映代表性判断偏差的确凿证据,但偏差的程度已经很小,在有

经验的被试者之中则表现得更小。可以认为,任何非贝叶斯式的理论都被证伪了”(Camerer,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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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塞勒据此提出了心理计算(mentalarithmetic)、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s)与选择归集(choicebracketing)三个

理论来分别描述个体在不同认知阶段对情境因素的反应机制,被统称为心理核算理论(mentalaccountingtheory)。
这些新生代的代表人物包括马修·拉宾(MatthewRabin)、戴维·莱布森(DavidLaibson)和乔治·洛文斯坦

(GeorgeLoewenstein)等,相关研究可参见Camerer&Loewenstein(2003)的著名综述性文献。
事实上,塞勒在早期就已尝试对其心理核算理论进行多元认知系统建模(Thaler,1980),其中,决策个体被建

模为一种计划者-行动者模型(planner-doermodel),计划者对应于理性系统,而行动者对应于情绪系统。这一创见

与建模思路在多年后得到了凯默勒和洛文斯坦等人的进一步发展(Camerer,2003;Loewensteinetal,2015)。



于是,在实验经济学看来,新古典的理性概念仅在市场层面上来定义和考察时才有意义。此时,
只要市场最终能够收敛于符合理性模型预测的均衡,那么理性模型就仍适用。换言之,市场的问题

不在于是否存在对理性的系统性偏离,而在于理性的程度问题。于是,实验的主要目的应在于考察

市场已到达怎样的理性程度,在动态下又会怎样调整到理性均衡结果。因此,实验经济学家一方面

承认个体行为在期初的市场上会偏离规范性的理性假定,但另一方面又坚称这与正在形成中的市场

均衡并不矛盾。正如史密斯(Smith,1989)所言:“对于市场如何运行或应当如何运行,每个人都持

有自己的个性化信念,……并且他们在市场上的初始行为可能也反映了这些信念。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们的行为通常会对市场的激励条件做出调整和适应。”
对于上述来自实验经济学的质疑,行为经济学家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实验经济学所宣称的在实

验市场中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理性市场均衡,其实是依靠多个轮次的固定重复实验才实现的。诚

然,如果被试者有机会不断重复某一实验任务,那么其长期表现可能确有提升,但这种重复情形并不

能代表所有的现实市场特征,因为很多重要的市场决策并不需要频繁进行。正如塞勒所言,我们可

通过几个星期的重复试错而掌握每周购买鲜奶的合适数量,但我们却不会像购买鲜奶那样频繁地购

买汽车、选择职业或是结婚(Thaler,2016)。因此,现实中的许多重要决策至多只相当于实验市场中

的前几轮而已,这意味着通过多次重复实验才出现的市场均衡是缺乏外部有效性的,由这类均衡所

反映的市场理性并不能代表现实中的市场交易结果。正因如此,行为经济学强调的个体层面上对理

性的系统性偏离才具有更现实的经济学意义(Loewenstein,1999)。
针对行为经济学的反驳意见,实验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尽管现实中在某些市场上不存在重复

式的交易机会,但在其他市场上却可能发生相似的交易行为,比如购车与购房都属于涉及大额支出

的交易等,因此个体在不同市场上的交易活动仍可看作具有一定的重复性,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说,
在实验中安排多次的固定重复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多次固定重复的市场实验确实为观

察者演示了理性结果的产生过程,这意味着只要外生的交易机制许可,市场主体可以通过不断互动

而消除其“错误的行为”。在实验经济学家看来,这体现了一种逐渐累积交易经验的学习过程,可借

鉴某种自适应学习模型(adaptivelearning)来对之进行描述(Smith,1991),其中,短视的交易者根据

与其他人的互动信息来不断调整其先验信念,直至每个人的信念都调整到某个理性预期均衡之处

(Lucas,1986),此时,实验经济学所倡导的市场理性概念仍可得到接受。受此观点影响,大量实验

经济学文献深入于如何借助各种学习模型来模拟市场互动过程,并将收敛结果与理性均衡进行比

较,如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learning)、信念学习(belieflearning)、模仿学习(imitationlearning)、
认知层级学习(cognitivehierarchylearning)等(Camereretal,2004)。

然而,行为经济学却认为,实验经济学家在实验市场中可观察到学习效应和向理性均衡的收敛,
还可能是因为这些实验是在接近“情境中性”的交易条件下完成的,其中与现实生活相似的情境因素

被尽可能“抽象”掉了,这相当于给被试者提供了一个较为“纯粹”的学习环境,使之可在每次重复交

易之后对反馈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但在现实中,市场的复杂情境使得这种苛刻的学习条件难

以满足,很可能会“激活”交易者的某些特定的认知程序,比如使用趋势外推法(trendextrapolation)
来预测价格,这将影响他们的信息处理效率,于是很难通过学习来“消除”那些系统性偏离理性的行

为,导致市场收敛于非理性预期均衡(Bullard,1994)。在某种程度上,实验经济学无意中为被试者

“创造”了一个可“学会理性”的室内市场环境,尤其是在接近“情境中性”的市场条件下,观察到的理

性结果更像是被这类交易机制逐渐“形塑”出来的,一旦引入更情景化的社会因素,个体决策者将“恢
复”其原有的偏离理性的认知特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卡尼曼与塞勒等人组织了两组著名的对照实验(Kahneman,Knetsch&Tha-
ler,1990)。在第一组实验中,被试者围绕一些被告知价值的代币进行交易,但每个人得到的价值信

息是不同的。而在第二组实验中,被试者直接围绕一些被随机指派的杯子或笔进行交易。显然,第
一组实验使用了史密斯提倡的“诱导值方案”(inducedvalueprocedure)(Smith,1976),其目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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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交易物品抽象化和符号化,以便使交易环境趋于“情境中性”;而第二组实验是针对真实物品的交

易,所以带有明显的情境色彩。实验结果发现,第一组实验很快就收敛于理性市场均衡,而第二组实

验却未发生学习效应,在买者的支付意愿与卖者的接受意愿之间始终存在显著分歧。可见,一旦引

入现实情境因素,交易者即使拥有学习的机会,也未必能推动市场向理性均衡调整。事实上,许多实

验经济学文献本身也开始重视引入情境化的实验,其中被试者面对的是诸如就业、工资、通胀率等现

实变量,而不是抽象的符号;或是明确知晓自己扮演的角色,如厂商、工人、央行行长等,而不是简单

地被指定为“A类参与者”“B类参与者”。于是,观察到的交易行为中将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因为

被试者会受到价值判断或过往经验的影响,而这种经验正来自他们身处的现实经济环境,比如当要

求被试者对通胀率做出预测时,他们就会潜在地以生活中的通胀率为参照(Cornand& Heinemann,

2014)。
以上讨论表明,实验经济学家在某些实验市场上观察到的向理性均衡的收敛,可被看作是某些

特定市场条件下尤其是接近“情境中性”时的特例情形,而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实验结论与理论描述则

可看作引入社会化因素之后的、带有更多情境依赖的一般化情形。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经济学与

实验经济学的差异化理论观点实则可在同一逻辑框架之内进行表述。实际上,史密斯本人就曾明确

指出,市场向理性均衡的收敛过程与早期行为经济学家西蒙提出的“程序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
ty)存在共通之处(Smith,1991)。在西蒙看来,个体由于认知局限而未能追求效用最大化,他们只是

以“满意化”来指导决策,即根据一些预设的标准而不断搜寻他们认为足够好的选项(Simon,1957),
这一连续过程可被理解为一种学习过程,或可称为程序上的理性(Simon,1976)。尽管西蒙(Simon,

1987)并不认可“程序理性”一定会使人们的决策到达或接近所谓的效用(利润)最大化之点,但史密

斯(Smith,2008)却认为,西蒙的理论并不排除在某些市场条件下,交易主体的“满意化”行动可随时

间推移而收敛至理性均衡。这一观点在史密斯的总结性论著《经济学中的理性》中得到了进一步重

申与强化。

三、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不同政策内涵

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主要理论观点上的差异导致它们在解决实际市场问题时的政策内

涵也非常不同。简而言之,实验经济学较为强调通过构建适当的市场交易机制来解决市场失灵问

题,而行为经济学则认为这是不够全面的,还应进一步在个体决策层面上构造合理的市场交易情境,
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

(一)实验经济学的政策内涵:市场交易机制的构建

前文讨论表明,实验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观点可概述为:尽管个体层面的决策经常表现出偏离新

古典理性假定的行为特征,但只要将个体尽可能置于适当的市场交易机制之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

移,个体的互动交易将自发引起某种学习过程,并推动市场收敛于理性的市场均衡,只不过在不同交

易机制下的收敛速度不同而已。在这一基本理论观点下,实验经济学形成了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

政策设计观点。
具体而言,在新古典经济学下,由于决策个体被假定是理性的,因此市场失灵问题只能由垄断势

力、外部性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于是,新古典理论预测,对于一个不存在外部性的完全竞争市

场来说,只要政府可保障信息的完备性,那么该市场将会迅速到达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竞争性均

衡之处(Madrian,2014)。可见,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讨论在本质上更看重市场信息而不是交易机

制对实现竞争性均衡的作用,因为市场主体是理性的,所以只要信息足够完备,则无论对于怎样的交

易机制,市场都能到达相同的资源配置结果。
但是,在实验经济学看来,交易机制至关重要,因为个体层面的交易者往往受认知能力所限,无

法根据完备的市场信息“算出”理性均衡的确切位置,只能根据一些与激励相关的信息反馈机制来进

行试错学习。其中,信息反馈机制又主要体现为信息交换的语言(比如出价或要价)、信息传递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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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比如究竟谁先要价或出价)、信息转化为结果的方式(比如究竟是最高还是次高出价者可获得拍

卖物)等,而这些都属于市场交易机制的核心内容。研究者发现,如果市场交易机制设置不适当,那
么即便信息是完备的,也无法激发交易者产生有效的学习,于是市场收敛于理性均衡的速度就会较

慢,甚至不能收敛(Smith,1980)。
更为重要的是,实验经济学家还发现,只要交易机制设置得当,那么即使市场信息不完备,但只

要满足某些基本要求,也可迅速促发交易者的学习并推动市场趋向理性均衡。这方面的实验例证不

但可从早期史密斯(Smith,1962)的研究中看到,还可从随后多年的实验研究中一再得到反映。其

中,被试者仅掌握与其自身相关的市场信息(比如各种选项的收益、针对其本人的偏好诱导值等),而
对于其他被试者的私人信息无所了解,但只要将其置于某种分散化的可自由“公开喊价”的连续双边

拍卖机制之下,市场就会很快收敛于符合理性预期的竞争性均衡(Plott,1987)。甚至还有学者发

现,就算交易者最初对市场特征一无所知,其也会逐渐进入某种学习过程,并向均衡收敛(Gode&
Sunder,1993)。

上述实验结论促使实验经济学家意识到,解决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的政策着力点不在于怎样改

变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而在于构建怎样的交易机制以促进参与者实现有效的学习。由于在日常生

活中,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性几乎是难以改变的事实,所以市场交易机制的重要性也就更为凸显。正

因如此,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实验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考察各种市场机制细节

对交易者互动学习的影响机理,以探讨当给定最优的资源配置方案时,怎样的市场机制可为实现这

一配置方案提供最可行的途径,此即罗思所称的市场设计(marketdesign)(Roth,1995)。在罗思眼

中,市场设计的实验目的在于观察参与者究竟如何学习市场的运转机制,尤其是那些新出现的尚未

有参与者亲身经历的市场交易机制。经由20余年的发展,市场设计实验已在拍卖与匹配机制等方

面产生了许多成功的应用实例。如在拍卖机制方面,相关市场设计已被广泛应用于通信频段拍卖

(Plott,1997)、机场起降时刻拍卖(Cramtonetal,2006)、互联网拍卖(Roth&Ockenfels,2002)、排
放权拍卖(Dormady&Healy,2015)等实践中;而在匹配机制方面,较为著名的市场设计实践包括劳

动力市场职位匹配项目(Niederle&Roth,2009)、学生择校匹配设计(Roth,1985)、人体器官捐献

分配系统(Rothetal,2004)等。①

可见,市场设计实验为研究者提供了基于实验室的测试平台,以探讨怎样针对一个涉及新产品

或新交易情形的市场来构建有效的交易规则。然而,诚如罗思本人所言,市场设计实验与一般的实

验经济学研究一样,不能完全解决实验结论的外部有效性问题,因为能否将实验结论推广到现实环

境取决于实验控制了哪些因素,以及未能控制哪些因素(Roth,2015)。换言之,在实验室内对市场

交易机制之外的其他因素实施控制,虽可帮助观察者了解交易机制本身对参与者行为的影响,但其

中某些重要的环境元素可能也被轻易剔除了。更有甚者,另有研究发现,市场设计能否生效还与市

场自身的内生特征有关。比如,当市场信息与交易者的预期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强化的正反馈系统时

(如投机性的资本市场),异质性的交易者会逐渐协同于某种简单的追随趋势的学习策略,导致市场

围绕理性预期均衡上下震荡(Heemeijeretal,2009)。此时,为了稳定市场价格与预期,政策设计者

可考虑在市场内设法植入一个负反馈机制,以弱化原有的正反馈信息回路,从而阻抑交易者的趋势

追随型学习,使之逐步向理性预期均衡收敛(Assenzaetal,2018)。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这些市场

环境变量或正/负反馈系统对交易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所谓的情境依赖有关。
(二)行为经济学的政策内涵:市场交易情境的构造

相对于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观点可概述为:个体层面的行为是系统性地偏离新

古典理性假定的,并且具有强烈的情境依赖性。所以,即便将个体置于适当的市场交易机制之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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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鉴于本文的讨论主题,我们未对文中提及的各种市场设计案例做详细介绍。读者可参阅罗思(Roth,2015)针
对市场设计的详尽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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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充分的学习时间,个体在互动中也未必会形成向理性均衡收敛的有效学习过程,其原因即在于,
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下,情境因素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变量。在此观点下,行为经济学在实验经济学之

外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策设计思路。
首先,根据行为经济学观点,实验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可通过适当的市场设计来推动交易主体

的学习行为趋向理性均衡,是因为他们在实验室内构建的市场交易机制过于“情境中性”,使得被试

者非常容易领会其中的信息反馈机制与激励机制,比如一次错误的行为将立即招致“财富点数”的下

降,于是被试者就可迅速“学会”下一步应如何调整。因此,这样的市场设计实际上是依靠明确的“约
束机制”(discipliningmechanism)来激励、引导被试者“剔除”次优的选择。然而,一旦将这类市场设

计运用于现实市场环境,且以真实世界的语言符号系统来表述时,情境因素将被立即激活并对个体

交易者产生“干扰”和“框定”,于是市场设计中预置的激励机制将难以被交易者“发现”和“学习”,从
而也就很难发挥设计者预想的矫正市场失灵的效能(Loewenstein,1999)。有时,一些“聪明”的交易

者甚至会利用情境因素来诱导其他交易者,比如厂商通过对产品的过度包装来干扰消费者的嗜好,
从而谋得额外的套利机会,这反而进一步恶化了既有的市场失灵问题(Thaler,2018)。

进而言之,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市场失灵的起因不再局限于垄断势力、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

激励扭曲,还可能源于市场的情境结构使交易者产生了系统性的认知偏差,且这类认知偏差很难依

靠重复学习而矫正,于是导致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这也可视为一种市场失灵,或称为“行为失灵”
(behavioralfailure)(Shogren&Taylor,2008)。在此意义上,实验经济学所倡导的市场设计思路对

于真实市场制度建设的指导意义是有限的,因为这类市场设计过于强调控制或消除情境因素,而情

境因素在现实当中却始终存在。故而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更有意义的市场设计应当考虑如何通过

主动改造市场情境来对个体的学习进程与决策施加影响。反过来说,在某些情形下,那些看似有利

于推动交易者学习的政策及制度设计,由于在实施形式上刺激或扭曲了交易者的某些认知进程,反
而进一步放大了市场无效程度,导致市场结果更加偏离最优的资源配置目标(Thaler,2018)。

实际上,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在早期研究中就已指出,如果可在实验中构建合理的任务环境来“干
预”个体的认知进程,那么就能推动其向“理性行为”趋近(Kahneman,2003)。基于这一看法,塞勒

(Thaler,2016)进一步指出,如果可通过适当的政策设计安排改变那些能够影响个体决策的外生情

境变量,就可引导和“助推”市场主体的选择更接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或是使市场达到更优的

资源配置点。基于多年的研究实践,塞勒认为在市场设计中可按如下几种方式引入或改变市场交易

情境,包括:各种交易选择的陈述方式(比如把交易的结果描述成收益还是损失,或者是否将某种选

择预设为默认的交易选项)、各种交易选择的排序(比如按递增还是递减的顺序来描述各种选择的收

益)、某种交易形式相对于其他交易形式的凸显性(比如交易的结果可直接感知还是间接感知)、交易

行为与收益或损失的关联方式(比如由交易引致的收益或成本是发生于交易之前还是之后)等。这

类政策设计被形象地称为“助推技术”(nudgetechniques)或是“选择的情境构造”(choicearchitec-
ture)(Thaler,2018)。由于设计的重点在于市场情境变量的构造,所以仅基于抽象规则框架的传统

实验室方法已无法满足这类政策设计的实验研究,需要借助更为灵活的带有更多社会信息的实地实

验方法。
近十多年来,基于实地实验方法的“助推设计”主要从三个层次展开:其一是使用“人为的实地实

验”(artefactualfieldexperiment),强调在实验室中增加使用社会人群作为被试者,而不再局限于标

准的大学生被试者,由此可直接将更多社会背景信息带入实验室,以考察相关市场设计的实验效果;
其二是“框定的实地实验”(framedfieldexperiment),即在前述实验设计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具有实地

特征的商品、决策任务或市场信息等,以考察此类因素对市场设计效果的影响;其三是“自然的实地

实验”(naturalfieldexperiment),即在被试者不知情的社会环境下开展市场决策实验,以更为真实地

考察潜在设置的情境变量怎样影响市场选择和交易结果(Harrison&List,2004)。
基于这些设计实践和相关实验验证,行为经济学所倡导的“助推”式政策设计已在多个国家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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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并投入应用,广泛涉及财政税收、环境保护、医疗与教育、贫困扶助等领域(Madrian,2014),比
如器官自愿捐赠项目(Johnson& Goldstein,2004)、美国401(K)养老储蓄项目(Chettyetal,

2015)、发展中国家扶贫项目(Datta& Mullanaithan,2014)、劳动力市场的合约设计(Charnesset
al,2013)等。与实验经济学的市场设计相比,行为经济学的“助推设计”只牵涉较小的额外执行成本,
但却更有助于将个体交易者的学习路径“规范”为向竞争性均衡的收敛,这不但可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潜

在市场剩余,而且也极大改善了实验经济学市场设计的外部有效性问题(Levitt&List,2007)。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学科差异进行评析,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

学近几十年来的学科演进特征及其分野。具体而言,我们认为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之间呈现一

种“出发点相似、归宿点各异”的相对关系,研究结论如下:
其一,从研究目的看,实验经济学主要试图在市场层面上检验交易结果与新古典理论是否一致,

以及如何达到一致。由于现实中缺少可供直接观察和研究的纯粹市场场所,因此实验经济学强调借

助受控的实验室方法来主动构造抽象的市场交易规则框架。而行为经济学却主要关注个体层面的

行为特征与新古典理性假定的系统性背离,并试图寻找其背后的心理成因以构建更符合现实的描述

性模型,所以它并不限于使用实验室实验方法,还强调基于实地实验、神经脑科学、计算经济学等方

法来获取有关个体决策形成机制的更多经验证据。
其二,从理论观点看,实验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理性均衡结果是无法瞬间达到的,

但只要让交易者身处一定的市场交易机制之下且经历的时间足够长,那么他们将在重复的互动过程

中产生学习行为,于是推动市场交易结果向理性均衡靠拢。但行为经济学却认为,个体交易者在市

场交易机制下不一定会产生向理性均衡的收敛式学习。一方面,这是因为现实中的许多商品交易并

非是长时间下的重复行为,不存在充分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个体决策者具有强烈的情

境依赖性,导致他们在真实市场情境中会系统性地偏离理性行为,且如果客观情境不变,他们也很难

单靠自身的学习来摆脱情境的束缚并对决策进行“纠偏”。因此,实验经济学强调的向市场理性均衡

的收敛应被看作特定市场条件下的、由重复交易导致的特例情形,而行为经济学强调的系统性偏离

理性均衡的市场结果,可被看作带有更多情境色彩的、不具备重复交易条件的市场一般化情形。
其三,从政策内涵看,实验经济学认为通过适当的市场交易机制可以有效推动市场理性均衡结

果的出现,此即所谓的市场设计,其基本思路是构建明确的激励规则体系和信号传递机制来引导市

场交易者向理性均衡收敛。而行为经济学却认为,仅靠此类“约束机制”很难完成向市场理性均衡的

收敛目的,因为市场交易机制在现实中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会受情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在传统的

市场设计中还应基于个体决策层面引入交易情境的构造,以使市场主体能被更有效地“规范”为向理

性均衡的收敛,此即所谓的“助推技术”。这些关于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政策内涵的讨论意味

着,完备的信息结构与明确的激励机制并不能确保市场实现优化配置资源的结果,还需辅以政府在

制度设计层面对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情境进行合理构造或“干预”,这些政策观点可为我国当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的“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等目标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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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cademicDivisionbetweenBehavioralEconomicsandExperimentalEconomics

NAYi HEJingtong
(NankaiUniversity,Tianjin,China)

  Abstract:Theriseofbehavioraleconomicsandexperimentaleconomicsandtheirextensionstotheneoclassical
theoryhavebeenimportantevolutionsofwesterneconomicsinrecentdecades.Becauseofthesimilaritiesintheoretical
basisandresearchmethods,behavioralandexperimentaleconomicsareoftenmentionedinthesamebreath,sometimes
evenconfusedwitheachother. However,fromreviewingtheirdevelopmentprocesses,wecanfindthatbehavioral
andexperimentaleconomicsaredifferentintermsoftheoreticalbasisandpolicydirections,thoughtheysharesimilar
startingpoints.Experimentaleconomicsmainlytestswhethermarketoutcomesareconsistentwithneoclassicalmodels
withtherationalityassumptionandhowtobeconsistentgradually.Therefore,itstillusesrationalmodelsasthede-
scriptivemodeofmarketequilibrium,andadvocatestheuseofmarketdesigntopromotetherealizationofeffective
equilibriuminpolicy.Incontrast,behavioraleconomicsmainlytestswhetherindividualchoicebehaviorisconsistent
withneoclassicalmodels,andifnot,why? Thusitemphasizesbuildingmorerealisticmodelsbasedonevidencefrom

psychologyandothernaturalsciences,andproposes“nudgetechnologies”asthepolicytoolsforindividualdecisionsto
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marketdesign.Thesediscussionswillhelpusbetterunderstandandgrasptheevolution
trendanddivergenceofwesterneconomicsinrecentdecades,andprovideusefulreferenceforcurrentresearchoneco-
nomicproblemsandtheorie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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